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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研究指出數量多的選項設計在面對面訪談中較為可行，然而

對於選項標示語或不平衡式量尺設計則尚無深入討論。本研究以態度

量表之選項設計為主體，來分析電話訪問與面對面訪談中，不同的選

項設計之結果是否有差異。資料來源包含以態度量表進行隨機分派實

驗設計之 2010 年及 2011 年電訪資料，以及 2010 年社會變遷基本調

查之面訪資料。

在樣本結構部分，面訪與電訪的次樣本進行內部比較時均無差

異；然而比較相同選項設計的面訪與電訪資料時，則發現個人月收入

及工作狀況有明顯差別。以 IRT 之等級反應模型的分析發現，不同設

計在面訪的表現均較電訪要佳；若整體考量題目與選項設計結合後的

表現時，則以四點平衡量尺的鑑別力最佳。此外，標示語的設計效果

會因資料蒐集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強語氣的標示語使面訪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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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非極端選項靠攏的情形比電訪更為明顯。進一步以人口變項對「個

人生活品質」之 IRT 分數進行迴歸分析時，亦可看出方法效應。

關鍵詞：方法效應、中間選項、標示語、生活品質

Mode Effects on Response Design: 
An Example of Qualify-of-Life Measures

Pei-Shan Liao✽

ABSTRACT
Questionnaire design often differs among various survey modes 

in order to obtain better data qual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a higher number of response categories may perform better in 
face-to-face surveys than in telephone surveys. Few have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response labels and unbalanced scale design on sur-
vey answers. This study aims to compare the responses between face-
to-face and telephone surveys with respect to response design of atti-
tudinal scales. Data used for this study are drawn from the 2010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and telephone surveys collected in 
2010 and 2011 using a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design to collect 
data from representative samples aged 18 years or older. By measur-
ing the construct of individual quality of life (QoL), four types of 
response scales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response number and 
response labels were examined to distinguish both the intensity and 
direction of response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two modes indicated that 
the sub-samples we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monthly income and 
working status. Results of the graded response model suggested that 
the response design used in this study performed better in fac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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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surveys than in telephone surveys. Also, a balanced scale with 
four response categories and less intense labels had the best discrimi-
nating ability among the four designs. When compared to respon-
dents to telephone surveys, respondents to face-to-face surveys were 
less likely to provide strongly-labeled answers, which can be seen a 
tendency of social desirability due to mor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Findings of linear regression on the IRT scores of QoL, however, 
were in favor of telephone surveys, with higher values of chi-square. 
An intertwining effect of response design and data collection mode 
was also found. A discussion of the results is provided.

Keywords: mode effect, mid-point response, response labels, quality 
of life

一、前言

問卷調查被用以瞭解民眾對於主觀現象的想法或態度，常見的調

查資料蒐集方法包含由訪員進行的電話訪談與面對面訪談，以及自填

問卷形式的郵寄問卷與網路調查等。由於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可能產

生方法效應（mode effect），進一步影響了資料分布與回答類型（response 

pattern）（Rockwood et al. 1997; Schaeffer and Presser 2003）；而選項設

計的內涵也會因應資料蒐集方法之不同而改變，以獲取較佳之資料品

質（瞿海源主編 2007），因此在調查研究的方法論（methodology）部

分，方法效應與選項設計均是重要的研究議題；但是二者的交互作用

對於資料品質之影響，則尚缺乏實證依據。

以問卷中常見的態度量表而言，選項設計的組成內涵包括選項的

數量與標示語等。一般由資料變異量的角度來討論時，選項數量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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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為重要考量；面對面訪談的方法研究指出，用以評斷回應強度的量

尺若具備較多的選項數量有助於提升信度，因此建議較合適的選項數

量為五到九類（Alwin 1997; Alwin and Krosnick 1991; Weng 2004），同

時也認為正向與負向選項數量相同之平衡式量尺（balanced scale）設

計的表現應較佳。然而在無法提供視覺支援（如提示卡）的電話訪談

中，選項過多會使得受訪者不易理解或記憶選項內容，而增加訪談的

困難度，因此四個或五個選項是在電話訪談時較常被使用的量尺設計

（Dawes 2008; Schaeffer and Charng 1991; Schaeffer and Presser 2003）。

與選項數量相關之研究議題，還有中間選項（mid-point）包含與

否，以及相對應之選項標示語（label）的內容。既有的文獻中雖已有

不少研究成果，然而並未達成一致之結論。過去研究利用面對面訪談

所蒐集之具代表性樣本的大型學術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廖培珊 2010），

其發現當選項數量相同時，不同的選項標示語明顯造成回答分布的差

異；雖無法斷言語氣較溫和的標示語（例如「很符合」）和語氣較強

烈者（例如「非常符合」）何者較能明確反應受訪者的態度，但前者

之回答分配較趨近於常態，符合常用統計模型之假設，而使資料較利

於讓研究者直接分析。然而，另一研究以實驗設計方式所蒐集之電話

訪談資料，卻有著不盡相同之發現（Liao 2014）；其中語氣較強的標

示語（例如「非常快樂」）之表現並不比語氣較溫和（例如「很快樂」）

的標示語表現稍差，此一結果與過去研究並不一致。

為了確認資料蒐集方法與選項設計的不同組合可能對資料產生的

影響，並避免題目差異造成的偏誤，本研究以相同的題目與選項設

計，來比較不同資料蒐集方法所獲得的回答類型；除可瞭解因方法效

應而產生的可能差異外，亦有機會從方法效應的角度，來檢視選項設

計的類型在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中的適合度。本研究利用隨機分派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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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所獲得的調查訪問資料，來探索相同題目與選項設計之條件下，

面對面訪談與電話訪談對於選項設計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不同選

項設計（含數量及標示語）在兩種資料蒐集方法上適用性之表現。由

於過去的研究已指出電話訪談的選項數量不宜過多，因此對於這二種

資料蒐集方法，本研究均以限定數量的選項數來進行資料蒐集，以減

低選項過多的可能影響。

二、相關文獻回顧

（一）選項數量與中間選項

有關態度量表在設計上所需要的選項數量，過去已有許多實證研

究加以討論（參見 Schaeffer and Presser 2003; 廖培珊 2010），在資料

變異量以及信度的考量下，一致性的結論是選項數量不應少於三個

（Preston and Colman 2000），在實務中則可見到多達十一個的選項設

計（參見廖培珊 2010）。但是對於認知能力較差的受訪者而言，過多

的選項會讓他們不容易分辨選項間的差異，進而增加其回答的困難度

（Holbrook et a1. 2006），因此會改以較少的數量來設計量尺，以免影

響資料內涵。一般而言，所建議的選項數量在五個到九個之間。近期

以自填問卷形式所進行的研究則認為五個選項最為合適（Hamby and 

Levine 2016; Wakita et al. 2012），因為數量越多則受訪者對選項的理

解（perception）會越不正確。

除了選項數量多寡之外，多數研究亦關切中間選項（middle 

response）的提供與否對於受訪者回答類型與分布的影響，以及中間

選項的實質意義是否具備中間位置之意涵。中間選項的存在與否，連

帶影響了其他具實質意義之選項數量的決定；以正向與負向選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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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平衡量尺而言，若包含了中間選項會使得選項數量成為奇數；

若否，則數量為偶數，而相對應的選項標示語通常亦需隨之調整。

以態度量表常見的李式量表（Likert scale）或衍生形式而言，量

尺的中間選項包含「沒什麼同意不同意」（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或「普通」等；然而此一中間選項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含意：一為真實

的中立（neutral）態度，另一則為某種無反應的不知道、無意見或無

法選擇（Bishop 1987; Moors 2007; Raaijmakers et al. 2000; Schuman 

and Presser 1981）。對於中間選項的回答主要可從兩種不同的理論觀

點予以解釋，第一種為最適化（optimal），是指受試者受限於能力，

在搜尋思索過去經驗與記憶後，仍無法提供有意義的實質回答，因此

該論點傾向於將中間選項視為無反應的一種。第二種理論觀點則為

satisficing，可視為「敷衍應答」（或譯為「合理的滿意」，參見廖培珊 

2010），其認為受試者僅願意稍微嘗試搜尋資訊與經驗，並迅速判斷

後，再提供一個自認為訪答雙方均可接受的回答，而不會盡全力去思

索問題後再予以回應（Krosnick et al. 2002; Tourangeau et al. 2000），因

此沒有明確方向性的中間選項便容易被受訪者所提及。

若將中間選項視為量尺兩端點的中間點而給予計分時，由實證研

究的結果可看出其在量尺中二個極端測量之間，扮演了中間位置的角

色（Kroh 2007），顯示中間選項有其存在之實質意義。過去研究指出：

當訪問過程中主動提供中間選項時，或者僅在敘述題目時提醒，都同

樣會有較高比例的受訪者選擇中間選項（廖培珊 2010; Bishop 1987; 

Schuman and Presser 1981）；因此建議不主動讓受訪者有此選擇，以避

免其他實質答案的回應比例降低。然而，以實驗設計進行的電話訪問

結果則指出，在不主動提示中間選項的情況下，選擇此一回答的比例

相對稀少，以致於不易從統計分析的角度來評量該選項是否可發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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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間點之功能（Liao 2014）。由於一般的量尺設計通常已納入「不

知道」、「拒答」等無反應選項，中間選項做為量尺的中間點的角色顯

而易見，因此「敷衍應答」的理論觀點應較適用於解釋受訪者對於中

間選項的回答行為。由過去對於中間選項的深入討論，似乎顯示選項

設計宜以具備相同數量的正向與負向回答之平衡量尺來標示，以減低

測量誤差。不過，當用以評量正向的心理狀態時，則常因為回答分布

的偏頗，而建議以不平衡的選項量尺來設計（Kalmijn et al. 2011; Liao 

2014），因此對於選項的標示，仍須視問卷題目而定，因為選項標示

語強度的效果亦會受到題目內容的敏感性及措辭所影響（Lam and 

Stevens 1994）。

（二）選項標示語

用於態度量表之量尺所包含的內容，除了各選項有相對應的數值

外，大多亦包含選項標示語。過去的研究以探討選項的語氣強度為主，

由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的觀點來看，國內外均有學者探究

問卷量尺所使用的選項標示語，嘗試找出具區辨力的語詞，作為建置

量尺之參考。Norman Cliff（1959）以教育程度高、認知能力較佳的大

學生為對象進行實驗分組，來探究英文中不同副詞與形容詞的組合應

用在問卷量尺上的效果，因為副詞可作為「放大鏡」（multipliers）來

協助標定選項間的距離接近相等，然而其研究結果在問卷設計的實用

性上並不高，而未被後續學者所認可或廣為使用（Schaeffer and Charng 

1991）。在中文問卷的部分，翁儷禎（1998）對於國內心理學研究中

量表常使用的選項用詞進行分類，同時以實驗設計控制選項的順序效

應，而得出各類別中不同選項標示語的相對位置；雖然同樣以高教育

程度的大學生作為受試對象，然由於分析之資料來源是既有的問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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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其適用性明顯較高，而結果亦同樣指出標示語的強度主要藉由副

詞的變化來操控。

部分研究觀點將量尺視為以兩端點為上下限的連續體（response 

continuum），此一連續體包含數值與文字標示，受訪者可依標示語的內

容來回答問題；或者僅考慮數值，而將各選項的相對距離視為均等分

布（Lam and Klockars 1982; Schaeffer and Charng 1991）。不過，實證研

究也指出，相較於有文字標示的量尺，只標示了數值或是僅於兩端點

提供文字標示的選項比較容易使受訪者假定選項之間為等距（interval）

尺度（Hamby and Levine 2016; Schaeffer and Presser 2003），對年長的

受訪者來說，容易造成選擇上的困難（Fox et al. 2007; Holbrook et al. 

2006），且其再測信度也較均以文字標示的選項為低（Weng 2004）。

此外，當量尺選項同時包含數值與文字標示時，其測量本質實為順序

（ordinal）尺度；在實證分析上，將量尺視為連續體的論點也僅獲得

部分支持（Schaeffer and Charng 1991），但是無論何種觀點，均確認

了標示語與數值的不同配對差異會影響受訪者的回答（Kroh 2007; 

O’Muircheartaigh et al. 1995; Schwarz et al. 1991）。

過去研究以實驗設計固定量尺的兩端點，來探討選項標示語及相

對位置的變化對於回答分布的影響（Schaeffer and Charng 1991; Wildt 

and Mazis 1978），結果發現量表的回答類型確實受選項的標示語及所

在位置影響；且前者的影響力高於後者（Wildt and Mazis 1978）。另

外的研究則變化兩端點的選項標示語，來檢視選項標示語的設計對回

答類型的影響，並指出兩端點之外的其他選項標示語的語氣強度或正

負方向，亦直接影響量表分數的分布（Lam and Klockars 1982）。國內

的實證分析則發現，在選項數量相同的情況下，相較於量尺兩端與鄰

近選項用較強的語氣標示時，語氣較弱的標示語在回答分布上較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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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廖培珊 2010），因而適用於多數以常態分配為假定的統計模

型。由於在相同選項數量的情況下，對應的數值不會改變，但標示語

則否；由此可知，回答分布與選項標示之文字有較明顯的關連，些微

的變化即可能影響受訪者的回答方向（Schaeffer and Charng 1991）。

（三）選項設計與方法效應

由於不同資料蒐集方法所具備的特性，選項設計的內容也會隨之

改變，使得二者對於資料品質有相互影響的作用（Schaeffer and Presser 

2003），進而提高測量誤差的出現機率（Rockwood et al. 1997）。不過，

即便在相同題目與選項設計的條件下，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仍可能導致

不同的回答類型，例如自填問卷的形式能讓受訪者看到包含中間選項

在內的所有選項內容，面對面訪談（以下簡稱「面訪」）中若以提示

卡列出選項亦可有相同的效用；但是電話訪談（以下簡稱「電訪」）

則否，僅能依據訪員所唸出的內容來判定可選答的項目。就同樣由訪

員以口述方式直接與受訪者進行訪答的面訪與電訪而言，相同的選項

設計仍可能對回答分布有不同的影響。

關於面訪與電訪的優缺點與二者之比較，在許多書籍與研究文獻

中已有討論（瞿海源主編 2007; Bowling 2005; de Leeuw and van der 

Zouwen 1988; Díaz de Rada 2011; Holbrook et al. 2003）。一般而言，面

訪被視為最不容易造成受訪者負擔的方式，因為受訪者僅需具備基本

的聽說能力（Bowling 2005）；若無須在訪談過程呈現文字資料給受訪

者看，則連閱讀能力都不必具備。相對於電訪而言，面訪的訪談步調

較緩慢，可透過面對面的互動鼓勵受訪者充分思考後再回答，並可透

過肢體語言讓受訪者與訪員之間發展較密切關係（rapport）；同時能在

必要時以提示卡協助說明題目，有助於提高訪談的合作率及回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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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進行較長且複雜的問卷訪談（Bowling 2005; Holbrook et al. 2003; 

Tourangeau et al. 2000）。不過這些面訪的優點，也可能引起社會期望

性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的問題，因為在面訪的過程中，受訪

者與訪員間發展出的密切關係使得前者希望博取後者的「好印象」；

亦即其回答能反映出行為與態度符合社會規範的「不逾矩」，或者可

獲得一般大眾的讚賞（傅仰止、陸洛 2012; Tourangeau and Smith 1996; 

Tourangeau et al. 2000）。

相對來說，在電訪進行時，通常會考量一般人對於陌生人來電的

耐受性；另方面也希望可在短期間內蒐集大量的資料，而將訪問時間

限縮得較短。如此一來，受訪者的認知過程可能會受時間壓力所影響

而被壓縮，而容易出現「敷衍應答」的情形；同時，在特定議題上亦

較面訪容易產生社會期望偏誤（Holbrook et al. 2003; Voogt and Saris 

2005）。不過，從實證資料的分析結果來看，過去研究在社會期望偏

誤的方法效應上，並未獲得一致的發現。

以選項數量而言，由於面訪能夠以載有選項內容的提示卡輔助訪

談的進行，讓受訪者有機會閱讀並思考所有選項內容，因此可提供數

量較多的應答選擇（Alwin 1997; Alwin and Krosnick 1991; Weng 2004）； 

相對地，電訪有賴於受訪者聆聽並記憶所有可能的選擇後，再做出決

定，過多的選項不僅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Dawes 2008; Schaeffer and 

Charng 1991; Schaeffer and Presser 2003），也容易出現因選項順序所造

成的訪答效應（田芳華 1996; Bishop and Smith 2001)，使得相同的選

項設計應用在面訪與電訪時，可能對回答類型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果。

在此類以訪員進行訪談的資料蒐集方法上，過去研究建議對於態度量

表可採取先問方向、再詢問意見強度的「開展」式（unfold）問法，以

避免前述的訪答效應（田芳華 1996; Bishop and Smith 2001; Schae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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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esser 2003）。然而，即便控制了詢問方式，選項標示語的設計

在面訪與電訪的結果仍可能有所差異；語氣強的標示語雖然在面訪的

效果較弱語氣的標示語要佳，但是在電訪的表現則相去不遠（廖培珊

2010; Liao 2014）。由於過去的研究所檢視的標示語並不相同，亦未直

接進行面訪與電訪的比較，因此標示語強度在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上的

適用性仍需更多的實證依據。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來源與變項說明

為了比較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下，相同題目與選項設計之結果是否

有所差異，本研究以電訪與面訪進行隨機分派之實驗設計來蒐集相關

資料。電訪資料分別於2010年1–2月與2011年3–4月蒐集調查資料，

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對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以上且家中

有電話之民眾進行訪問，抽樣設計為分層兩階段系統抽樣（stratified 

systematic sampling），抽取電話號頭搭配後四碼隨機產生以增加涵蓋

率，並於電話接通之家戶進行戶中抽樣，來選取合格的受訪者。訪談

進行時，運用 CATI系統可使相同題目、不同選項設計的各類組合隨

機出現的功能，以系統設定的方法，將受訪者隨機分派到不同的選項

設計情境。原始問卷各包含六組不同的選項設計，本研究則選取其中

與面訪資料相同題目與選項設計的四組次樣本來進行分析。

面訪資料來源為 2010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以下簡

稱「社會變遷調查」）六期一次綜合組與環境組問卷中，部分以實驗設

計進行之訪談資料。「社會變遷調查」為每年進行之大型學術面對面

訪談調查，每次包含兩組問卷主題，以分層三階段不等機率的抽樣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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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選取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以上民眾為受訪對象的代表性樣本（章

英華等 2011）。由於以紙本進行之面訪調查在執行上不似 CATI般，

得以用電腦程式隨機分派，因此在實驗分派的設計上，2010年社會變

遷調查的兩組問卷各包含兩種選項設計，並以受訪者編號為單號或雙

號來進行隨機分派，故共計有四種設計，且題目與選項內容均與電訪

相同。

本研究所檢測的主題為量測生活滿意之題組，在題目相同的條件

下，包含了不同選項數量、標示語、及平衡╱不平衡之設計。考量社

會變遷調查歷年問卷之選項設計內容，以及在電訪的適用性，用以進

行本研究之設計主要為選項數量為四類與五類之量尺。其中四類選項

包含兩種不同的標示語設計；五類選項則包含平衡（含中間選項）與

不平衡量尺兩種。面訪的訪談過程與電訪進行的方式相同，以「開

展」式詢問法進行而無提示卡輔助；同時，平衡量尺的設計並不會主

動提供中間選項給受訪者做選擇。此外，由於訪問成功之樣本組成常

與母體之人口結構有所差異，為避免造成分析資料時推論的偏差，故

電訪與面訪資料均以「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對成功完訪樣本

進行加權，其中電訪各次樣本的完訪數量為 560案至 635案，面訪則

為 919案至 1117案不等。

在所選取的題目部分，選擇與個人生活品質相關且可構成單一因

素之題目進行分析，包含「整體來說，對自己目前的生活品質滿不滿

意？」、「對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滿不滿意？」、「對自己與朋友間的關

係滿不滿意？」、「整體來說，覺得目前的日子過得快不快樂？」，及

「整體來說，對目前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滿不滿意？」等五題，作為

「個人生活品質」題組進行分析。

以整體生活品質滿意度為例，四種選項設計分別說明如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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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兩類在面訪問卷的部分屬於綜合組問卷（分別稱為 FA和 FB），

C、D兩類則為環境組問卷內容（分別稱為 FC和 FD）；電訪問卷則

選擇與面訪問卷相同選項設計的次樣本，分別取自 2010年與 2011年

的訪問資料（分別稱為 TA、TB、TC及 TD）。

A. 五點平衡量尺：（1）很滿意；（2）還算滿意；（3）沒什麼滿意

不滿意；（4）不太滿意；（5）很不滿意。

B. 四點量尺 I：（1）很滿意；（2）還算滿意；（3）不太滿意；（4）

很不滿意。

C. 四點量尺 II：（1）非常滿意；（2）滿意；（3）不滿意；（4）非

常不滿意。

D. 五點不平衡量尺：（1）非常滿意；（2）滿意；（3）還算滿意；

（4）不滿意；（5）非常不滿意。

（二）資料分析與統計模型

在資料分析方面，先以敘述性統計來瞭解電訪與面訪資料中，選

項設計相同的各組次樣本之受訪者人口特徵是否有所差異，同時以偏

態係數檢視其回答的分布狀況：再以項目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

ory, IRT）的多元計分模型（polytomous model）中，適用於順序尺度

的等級反應模型（graded response model, GRM）來檢視不同的回答類

型。項目反應理論（或譯為「試題反應理論」，見余民寧 2009）的基本

假設有二：（1）潛藏變項具備單一向度（unidimentionality）之特性；

（2）局部獨立性（local independence）（Embretson and Reise 2000），同

時所產生之潛藏變項為連續尺度；後續的研究已發展出多向度的分析

模型，並且考慮潛藏變項間可能存在的相關性。

等級反應模型屬於 IRT多元計分模式的一種，為適用於順序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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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例如李式量表）之邏輯模型（Embretson and Reise 2000; Samejima 

1969, 1997），同時允許各題項具備不同的量尺設計。在GRM模型中，

每一個題項 (i) 可用一個斜率參數 (ai)以及選項間的難度或位置參數

（threshold parameter）（bij，其中 j= 1 . . . mi）來表示。此一斜率或鑑

別參數 ai（discrimination parameter）說明了題項與所測量之潛藏構念

（construct）彼此間的關係強度，同時可衡量該題項在潛藏特質 θ的連

續向度上區辨出不同位階之受訪者的能力（Reeve and Fayers 2005）。

難度參數 bij（或稱為「閾限參數」，參見余民寧 2009）則是指稱一個

選項的困難度或位置；越低的參數值表示難度越低，亦即受訪者在回

答時越容易從一個選項跨到另一個選項。

除了前述的單一向度與局部獨立性的假設外，GRM還必須符合

題項鑑別度同質性（homogeneous discrimination）的假設。模型適配

度的檢定方式包含圖形與各指標估計值，可用以檢測題項與個人層級

的效果（Reeve and Fayers 2005），其中受訪者的回答與潛藏特質間的

關係，可透過一條連續遞增的函數來加以詮釋，此函數為項目特徵曲

線（item characteristic curve, ICC）；而以項目訊息曲線（item informa-

tion curve，IIC）所呈現的項目訊息函數則可用來鑑別題項表現的好

壞。對於 IRT模型適配度的檢定，包含對於模型假設、參數估計值、

以及模型預測力的檢定（余民寧 2009）；對於等級反應模型，則可考

量概似估計值（likelihood estimate）（Samejima 1997），雖然此一估計

量對於多元計分模型的適用性不高（Reise et al. 1993）。

除了等級反應模型外，其他用以分析具順序性尺度之多元計分的

IRT模式，還包含部分計分模式（partial credit model, PCM）、一般性

部分計分模式（general partial credit model, GPCM）與評定量尺模式

（rating scale model, RSM）等（Baker et al. 2000; Bond and Fox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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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 et al. 1999; Maydeu-Olivares et al. 1994; Ostini and Nering 2006），

這些模型屬於Rasch家族模型，被稱為除總模型（divide-by-total model） 

（余民寧 2009; Ostini and Nering 2006; Thissen and Steinberg 1986），並

且容許難度參數不具順序性。同時，PCM模型中並未考量鑑別參數，

RSM則限制反應類別的所有形式（包含選項數量及標示語）均必須相

同，否則應視為不同的測量。

相對而言，GRM是從瑟式的判斷定律（Thurstone's law of categor-

ical judgement）發展而來（Maydeu-Olivares et al. 1994），屬於差異模

型（difference model）或累積模型（cumulative model）。等級反應模型

對於回答過程的假定，在於不同受試者因為潛藏特質 θ的個別差異，

使得每個人對於反應類別的關注力（attraction）也不同；而受試者關

注或選擇某一類別的先決條件，是立基於已經注意到該類別之前的其

他反應類別（all prior category attractions），但是均不採納的情況下

（Ostini and Nering 2006），因此對於反應類別或選項間既有的難度順序

是確認且不可更動的。因此，GRM是以累進的機率函數（cumulative 

probability function）來界定選項的邊界位置，並可利用累積次數拆解

相鄰的類別（Baker et al. 2000）；這些特徵與 Rasch家族的多元計分

模型有所不同，因為後者是對相鄰的回答類別進行兩兩比較，且類別

無法任意拆解或組合。

考量調查訪問的回答過程、選項標示語的差異以及既定的態度

（難度）順序等因素，本研究參考過去主觀福祉相關研究的作法（如

Baker et al. 2000; Chen et al. 2013; Liao 2014; Orlando et al. 2000; Sijtsma 

et al. 2008），採用等級反應模型，並使用統計軟體MULTILOG 7.3（du 

Toit 2003）來進行分析，其利用邊際最大概似法（margina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algorithm）來估計參數，各題選項之數值予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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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碼，以高分表示「滿意╱快樂╱健康」來進行參數值之設定。

在利用等級反應模型估計題項之鑑別度與難度參數後，各組次樣

本再以前述五個題目來計算「個人生活品質」在 IRT模型中的潛在特

質分數（scores）作為依變項，再利用人口特徵作為自變項，來對個人

生活品質進行線性迴歸分析，以呈現不同資料蒐集方法與不同選項設

計的結果是否有所差異，但並不企圖瞭解人口特徵對於這些生活品質

題組之解釋力。從 IRT模型所推估得到的潛藏特質 θ可用以做為量尺

化的回答類型分數（scaled response pattern scores），進行直接分析，亦

或直線或非直線的轉換應用，其優點在於可擷取各題項回答的所有資

訊，有助於詮釋量尺的意涵（余民寧 2009; Thissen et al. 1995），過去

研究也已有相關應用（Orlando et al. 2000; Thissen et al. 1995; Sijtsma et 

al. 2008）。本研究在 GRM的分析中，可依據題組中受訪者對於各題目

的回答類型（例如對這五題均回答最不滿意╱不健康╱不快樂者，其

回答類型即為「11111」），分別計算出其 θ值（du Toit 2003），故以此

數值作為「個人生活品質」之 IRT分數。人口特徵變項則包含年齡、

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個人月收入及工作狀況等，年齡以實際

年數來測量，性別是以女性作為對照組。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及

其他；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專科、大學及

以上；個人月收入則包含NT$9,999及以下、NT$10,000—NT$29,999、

NT$30,000—NT$49,999、NT$50,000—NT$69,999、與NT$70,000及以

上等五類；工作狀況則分為全職、兼職、與其他，除了年齡與性別外，

其餘人口特徵變項均以前述的最後一個類別作為對照組；變項中含有

「不知道」、「拒答」等遺漏值之樣本則於分析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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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一）各次樣本結構分析

為確認各組次樣本為同一問卷調查中隨機分配的受訪者，首先檢

視相同資料蒐集方法之次樣本在人口變項的部分是否有所差異。在面

訪資料的部分，比較社會變遷兩組問卷中的次樣本，結果發現無論是

綜合組或環境組，同組問卷的兩個次樣本彼此間在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個人月收入及工作狀況等變項均無顯著差異（結果

未呈現）。其次則為兩個年度的電訪次樣本，除了第一年度資料中，

一組次樣本的全職工作者比例較低外（本研究不含此組次樣本），其

餘變項均無差異。接著再比較相同選項設計的面訪次樣本與電訪次樣

本，在加權處理後的之人口變項，由表 1的卡方檢定結果可知，四組

相同選項設計之面訪與電訪的受訪者，主要在個人月收入及工作狀況

等變項的分配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面訪樣本中個人月收入低者

（NT$9,999及以下）以及全職工作者均較電訪樣本要多。此外，第 B

組選項設計（四點量尺 I）的婚姻狀況在電訪與面訪的樣本分布上有

所不同；其中電訪樣本有稍多的已婚、同居或配偶去世者，同時其離

婚、分居者的比例較少；而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之分布在各組面訪

與電訪樣本間則無明顯差異。

接續以個人生活品質之題組進行分析，表 2所呈現者為面訪與電

訪次樣本中，各項題目之偏態係數。結果顯示在這些次樣本當中，整

體而言無論是電訪或面訪資料，均以五點平衡量尺的偏態係數最高

（除了 FA的「整體生活品質」外）；而以五點不平衡量尺設計的面訪

資料（FD）則最為接近常態分配，因其偏態係數的絕對值相對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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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設計或資料蒐集方法而言較接近零。由於在五點平衡量尺的電訪

資料（TA） 中，「朋友關係」一題並無受訪者選擇中間選項，為避免

後續 IRT分析出現偏誤，此一次樣本 TA在本題的回答重新編碼為四

點量尺後再進行分析；編碼後之偏態係數列於括弧中。

表 2　各次樣本生活品質題組之偏態與主成分分析結果

選項設計 五點平衡量尺 四點量尺 I 四點量尺 II 五點不平衡量尺

面訪

偏態係數 (FA) (FB) (FC) (FD)

　整體生活品質 1.094 0.717 1.542 −0.531

　健康狀況 0.873 0.361 0.86 −0.341

　朋友關係 1.038 0.174 −0.229 0.1

　快樂感 1.149 0.595 0.663 −0.243

　社區滿意度 1.275 0.601 0.895 −0.178

特徵值 1╱特徵值 2 2.083/0.906 2.203/0.859 2.102/0.947 2.039/0.927

電訪

偏態係數 (TA) (TB) (TC) (TD)

　整體生活品質 0.764 0.45 0.51 0.397

　健康狀況 0.811 0.596 0.432 0.51

　朋友關係
1.652

(−0.805) 0.464 0.361 0.708

　快樂感 0.961 0.601 0.653 0.46

　社區滿意度 1.173 0.606 0.701 0.47

特徵值 1╱特徵值 2 2.517/0.774 2.133/0.904 2.593/0.758 2.772/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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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級反應模型分析結果

為確認所分析之變項應可組成單一潛藏因子，亦即符合項目反應

理論單一向度之假定，因此對各次樣本進行主成分分析，結果同樣呈

現於表 2；其中各次樣本資料均獲得單一個主要成分；同時滿足第一

個特徵值大於第二個甚多，且第二個與其他的特徵值均相近之情況

下，可視為符合 IRT模型對單一向度之要求（余民寧 2009; Baker et al. 

2000; Lord 1980），各單一主成分的解釋變異量為 40％至 55％之間。

以項目反應理論之 GRM模型對於面訪與電訪之四種選項設計所

估計出的參數列於表 3；其中 a為題項鑑別參數，b為難度參數。由

表三的結果來看，多數題項的鑑別力有所差異，此為 GRM模型的特

徵；其中參數值最高者為面訪資料中四點量尺 I的「快樂感」（3.04），

最低者則是電訪四點量尺 I的「朋友關係」（0.28）。從資料蒐集方法

的角度來看，各類選項設計在面訪資料的鑑別力幾乎都優於電訪資

料，僅五點平衡量尺的「社區滿意度」及四點量尺 II與五點不平衡

量尺的「快樂感」除外。這四類選項設計中，四點量尺 I所設計的問

卷題組在面訪資料（FB）中具有最佳之鑑別力，以 IIC所呈現的項

目訊息函數曲線相比較之結果，亦支持此一發現（資料未呈現）；而

電訪資料的部分則以五點平衡量尺的設計較佳。

當比較不同的選項數量時，由五點平衡量尺（FA vs TA）與四點

量尺 I（FB vs TB）的結果發現，無論是否包含中間選項，鑑別力均

以面訪資料的表現較佳，且會因題項內容的差異而各有高低；1其中

1   「朋友關係」一題的比較僅限於面訪資料（FA與 FB），因電訪的 TA樣本中並無回
答中間選項之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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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量尺 I的鑑別力在面訪資料與電訪資料的差異較大。若比較相同

選項數量、不同標示語時，以四點量尺的兩種設計來看，語氣較弱的

設計 I（例如「很滿意」）的整體鑑別力在面訪的表現優於電訪；但是

語氣較強的設計 II（例如「非常滿意」）則在兩種資料蒐集方法的表現

相近。至於五點不平衡量尺與四點量尺 II的結果，則在不同資料蒐集

方法上較為接近，僅「快樂感」一題例外；以其鑑別力的表現來看，

不平衡量尺的設計在電訪（2.31）優於面訪（0.85），而平衡量尺的部

分則在兩種資料蒐集方法上相近。若僅以整體選項設計的表現而言，

五點平衡量尺的設計在大部分題項的鑑別力表現優於其他選項設計。

由於各組的選項數量不盡相同，因此難度參數 b於各模型中分別

為三或四個（即選項數量減一），由表 3可知，這些難度參數在潛藏

變項的各題目均妥適地由負到正分布。以包含了中間選項的五點平衡

量尺來看，面訪樣本（FA）在「整體生活品質」、「健康狀況」及「快

樂感」等題項的前三個難度參數值（b(1)–b(3)）比電訪樣本（TA）要

高，而最後一個難度參數（b(4)）則是電訪樣本較高；換言之，電訪

受訪者對於這些題項比較容易回答「還算滿意」及「不太滿意」，同

時也有較高的機率回答中間選項「沒什麼滿意不滿意」；而面訪受訪

者回答「很不滿意」的機率則比電訪受訪者要高。此外，五點平衡量

尺的中間選項與其鄰近選項之困難度參數變化不大（即 b(2) 和 b(3)），

此應為回答中間選項的數量過少所致，無論面訪或電訪資料均出現此

一現象；而 TA樣本中「朋友關係」滿意度一題並無受訪者回答中間

選項，因此需將資料重新編碼再進行分析，使得其難度參數 b(2) 和

b(3)的意涵與其他題項不同（表 3）。至於同樣為語氣較弱之選項標

示文字但不包含中間選項的四點量尺 I，其面訪樣本（FB）與電訪樣

本（TB）的回答趨勢與五點平衡量尺的結果相似，同時並不因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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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個人生活品質」題組之 IRT參數

五點平衡量尺：面訪（FA） 

題目
參數 整體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朋友關係 快樂感 社區滿意度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a 2.31 .14 1.11 .08 0.97 .08 2.45 .15 0.87 .08
b(1) −1.83 .14 −2.67 .26 −6.52 .16 −2.06 .16 −3.84 .43
b(2) −0.66 .07 −0.88 .11 −3.29 .34 −0.98 .08 −2.00 .24
b(3) −0.44 .06 −0.63 .12 −2.25 .23 −0.55 .06 −1.56 .21
b(4) 1.78 .07 2.24 .14 1.56 .11 1.49 .06 2.05 .16
五點平衡量尺：電訪（TA）

題目
參數 整體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朋友關係 快樂感 社區滿意度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a 1.13 .08 0.58 .05 0.80 .06 1.19 .08 0.95 .04
b(1) −3.25 .23 −5.09 .53 −6.60 .50 −3.47 .23 −2.89 .20
b(2) −1.03 .15 −1.66 .27 −4.65 .28 −1.27 .16 −1.10 .12
b(3) −0.88 .15 −1.61 .26 1.23 .18 −1.20 .15 −1.04 .12
b(4) 3.58 .17 3.72 .29 — — 2.90 .14 2.73 .13
−2 Log likelihood=−14119.5 及 −24486.8（朋友關係）

四點量尺 I：面訪（FB）
題目

參數 整體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朋友關係 快樂感 社區滿意度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a 1.98 .12 1.43 .10 1.20 .11 3.04 .21 0.99 .09
b(1) −2.19 .14 −2.63 .21 −4.61 . 55 −2.37 .13 −3.99 .42
b(2) −1.15 .08 −0.87 .08 −2.91 .26 −1.37 .07 −2.02 .20
b(3) 1.19 .08 1.41 .11 1.03 .12 0.75 .05 1.24 .14
四點量尺 I：電訪（TB）

題目
參數 整體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朋友關係 快樂感 社區滿意度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a 0.90 .06 0.33 .04 0.28 .06 1.11 .10 0.37 .05
b(1) −4.16 .27 −8.77 1.06 −17.66 3.04 −3.96 .22 −9.11 1.17
b(2) −1.30 .19 −3.32 .51 −8.85 1.33 −1.92 .17 −4.45 .57
b(3) 3.99 .26 5.42 .67 2.55 .47 3.11 .18 4.68 .63
−2 Log likelihood=−11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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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個人生活品質」題組之 IRT參數（續）

四點量尺 II：面訪（FC）
題目

參數 整體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朋友關係 快樂感 社區滿意度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a 0.99 .08 0.52 .04 0.49 .05 1.56 .14 0.45 .04
b(1) −6.74 .45 −10.12 .99 −14.49 2.55 −6.03 .36 −11.35 1.23
b(2) −3.57 .16 −3.60 .27 −7.79 .72 −3.82 .12 −5.71 .49
b(3) 4.92 .24 6.91 .54 5.89 .46 4.04 .14 6.81 .61
四點量尺 II：電訪（TC）
題目

參數 整體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朋友關係 快樂感 社區滿意度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a 0.73 .06 0.38 .04 0.43 .05 1.75 .16 0.34 .04
b(1) −4.76 .38 −9.52 1.28 −11.91 1.91 −4.05 .17 −10.65 .57
b(2) −1.50 .22 −3.38 .49 −6.48 .77 −2.00 .13 −4.50 .67
b(3) 4.74 .38 5.86 .77 4.24 .57 3.42 .16 6.84 1.01
−2 Log likelihood=−23219.0

五點不平衡量尺：面訪（FD）
題目

參數 整體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朋友關係 快樂感 社區滿意度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a 0.67 .04 0.43 .03 0.49 .03 0.85 .05 0.50 .03
b(1) −9.33 .78 −10.44 .97 −12.96 1.56 −8.38 .72 −12.88 1.40
b(2) −5.44 .31 −5.15 .41 −8.90 .72 −4.97 .24 −6.62 .47
b(3) 1.66 .17 2.05 .25 0.77 .19 0.61 .13 0.53 19
b(4) 6.26 .39 8.11 .66 6.38 .47 5.16 .28 7.00 .51
五點不平衡量尺：電訪（TD）
題目

參數 整體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朋友關係 快樂感 社區滿意度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Est. S.E.
a 0.56 .05 0.31 .05 0.32 .04 2.31 .20 0.31 .06
b(1) −6.02 .56 −10.68 1.59 −14.81 2.40 −4.09 .14 −10.33 1.46
b(2) −2.57 .31 −4.21 .68 −9.24 1.31 −2.66 .11 −5.42 .78
b(3) 0.38 .23 −0.32 .40 −3.76 .60 0.09 .11 0.27 .39
b(4) 5.51 .50 8.12 1.16 4.93 .79 3.55 .13 7.57 1.07
2 Log likelihood=−16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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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內容而有差異；在四點量尺 I的次樣本中，電訪樣本選答「還算

滿意」及「不太滿意」的機率較高，而面訪樣本則是較容易回答「很

不滿意」。因此，當以五點平衡量尺與四點量尺 I來比較不同的選項

數量時，可發現難度參數的分布趨勢主要在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上有

所差異；包含中間選項與否並不會有顯著影響。 

另方面，當選項設計為端點語氣較強的四點量尺 II時，面訪樣

本（FC）的難度參數 b(1)及 b(2)數值均低於電訪樣本（TC），表示

前者比後者在各題均有較高的機率回答「滿意」或「不滿意」；而回

答「非常不滿意」的難度則在兩種資料蒐集方法上相去無幾，此與四

點量尺 I的結果不同。由於快樂感或滿意度多為「偏向快樂╱滿意」

之回答分布，因此相較之下，可看出選項數量同為四個的時候，弱語

氣的標示語設計在電訪中回答極端負選項（即「很不滿意」）與停留

在極端正選項（即「很滿意」）的機會比面訪低；而強語氣的標示語

雖然讓兩種資料蒐集方法的受訪者回答極端的負選項（即「非常不滿

意」），以及停留在極端正選項（即「非常滿意」）的機會都相當低，

但是此兩類機率在面訪中又略低於電訪。

至於五點不平衡量尺的設計，目的便是為了使回答較為接近常態

分配，2因此前兩個難度參數（b(1) 和 b(2)）均為正向回答的難易

度。從表 3來看，雖然面訪與電訪的難度參數則依題項不同而各有高

低，但是選擇正向回答的機率都相當高；其中「整體生活品質」、「快

樂感」及「社區滿意度」三題，面訪樣本（FD）有較高的機率回答「滿

意」或「還算滿意」；但是對於「朋友關係」則是電訪樣本（TD）較

容易回答「滿意」、「還算滿意」、或「不滿意」，在「健康狀況」一題

2 參見 Liao（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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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難度參數則無明顯差別。若與相同標示語的四點平衡量尺相比較，

則同樣是回答極端負選項（即「非常不滿意」）的機率最低；並且在

多數題項中，面訪回答極端負值的難度又高於電訪（亦即前者的回答

機率較低）；此外，無論是否為平衡量尺，面訪從第一個選項換到第

二個選項的機率，也比電訪要高，因此在難度參數的分布上，同樣呈

現出方法效應，而不平衡量尺的影響則需視題項而定。從前述的結果

可知，無論是否包含中間選項或搭配不同的選項標示語，電訪樣本的

回答趨勢與面訪樣本不盡相同，可看出選項設計和資料蒐集方法的交

互影響；整體模型的表現，則以四點量尺 I為最佳（−2log likelihood

值最低）。

（三）項目反應理論分數之迴歸分析結果

最後利用五個題目來計算「個人生活品質」的 IRT分數，並以此

作為依變項，利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月收入及工作

狀況等人口特徵作為自變項，來對個人生活品質進行線性迴歸分析，

此一分析僅用以呈現不同選項設計在電訪及面訪的推估結果是否有所

差異，並不企圖瞭解人口特徵對於這些生活品質題組之 IRT分數的

解釋力。由於人口變項呈現於表 1之部分類別比例偏低，因此排除無

反應之回答後，於迴歸模型中重新歸類，除了年齡外，各變項的參照

組分別為女性、其他（包含離婚、分居、配偶去世、同居及其他狀況

等）、大學以上、個人月收入 NT50,000及以上，及非全職或兼職之其

他工作狀況者；同時為便於比較，所呈現之迴歸分析結果為標準化係

數（表 4）。

從表 4的結果可看出面訪資料與電訪資料在各選項設計之結果有

所差異，除了工作狀況之外，其他人口變項對於個人生活品質分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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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效果，在面訪與電訪資料中均有所不同。在這些效果當中，年齡

及其平方項的效果與過去研究發現一致，亦即年齡與生活品質呈 U

型的曲線關係，僅於五點平衡量尺的面訪資料（FA）中並未出現顯

著效果。此外，性別與個人生活品質的關連性在各次樣本中亦呈現一

致性；除了 FA與 FD外，男性的個人生活品質分數高於女性。婚姻

狀況的影響效果則因選項設計與資料蒐集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同

時在影響方向上並不一致；類似的結果亦可從教育程度的結果中看

到，不過其影響效果較不顯著。相對地，個人月收入與生活品質的關

連性在面訪資料中，僅於五點平衡量尺的 FA次樣本中出現顯著效

果；但是在電訪資料中，則是除了四點量尺 II之外，於 TA、TB與

TD三個次樣本中均達到顯著，工作狀況則在不同的選項設計或資料

蒐集方法中均未出現顯著效果。至於各迴歸模型之解釋力則以電訪資

料優於面訪資料，無論選項設計為何；不過細看可發現各次樣本中人

口變項對於個人生活品質的解釋力大多低於 .10（除 TB外），表示人

口變項對於個人生活品質的解釋力十分有限，此一研究結果實與既有

生活品質相關研究之發現相符。3

五、結論與討論

選項設計為調查研究方法之重要議題，然而過去研究聚焦於選項

數量及中間選項之討論，較少著眼於不同資料蒐集方法的可能影響。

本研究利用樣本隨機分派之實驗設計結果，以生活品質之測量為例，

3  過去研究一致指出人口特徵對於生活品質或主觀福祉的解釋力多在 10％以下（參見
Hagerty 2000），因此需依研究議題而另行納入健康、認知、及社會心理因素等相關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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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比較面對面訪談與電腦輔助電話訪談在不同選項數量及標示語之設

計，對於受訪者回答類型的影響是否有所差異。分析樣本基本人口特

徵的結果指出，對不同選項設計之面訪資料與電訪資料進行內部次樣

本的比較時，這些相同資料蒐集方法的次樣本可視為隨機抽選出的獨

立樣本；然而在比較相同選項設計之面訪與電訪資料時，則可看出部

分人口特徵之分布在資料加權後仍有所差異，顯示出不同資料蒐集方

法對於調查結果之影響，此實為研究者採用不同資料蒐集方法時應具

備之基本概念。

以個人生活品質之題組來比較不同選項設計的結果時，IRT的等

級反應模型分析發現，除了部分題項之外，不同選項設計的鑑別力在

面訪的表現均較電訪要佳；其中並以四點量尺 I在面訪資料的整體鑑

別力最高。另方面，由難度參數來看，在不同的選項設計條件下，電

訪與面訪受訪者都較容易回答量尺中非兩極端值的選項，顯示電訪與

面訪受訪者在回答的類型上的差異，主要是資料蒐集方法所造成。此

外，當以人口變項對於個人生活品質的 IRT分數進行迴歸分析時，模

型解釋力則是以電訪資料較高，顯示這些題項在電訪的內在效度較佳。

當考量標示語的設計在不同資料蒐集方法的效果時，研究結果指

出選項設計為語氣較弱的標示語（例如「很滿意」）時，面訪樣本的

題項鑑別度表現較好，且回答量尺兩極端值的機會較高；相對來說，

電訪樣本則較容易選擇非兩端的答案。另方面，在面對語氣較強的標

示語時，則無論是面訪或電訪的受訪者都不太容易選擇兩極端值的回

答，而使得回答分布往中間趨近。過去研究在不同資料蒐集方法對選

項設計的影響上，討論了面訪與電訪在選項數量上的差異（Schaeffer 

and Presser 2003），但是對於標示語的研究卻相對缺乏。本研究雖然

在選項標示語的分析結果呈現出方法效應的存在，ICC的比較亦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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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資料蒐集方法的差異（Reeves and Fayers 2005），並指出面訪

之選項設計應較適用語氣較弱的標示語，有利於回答的均衡分布，在

一般以資料常態分布為假設的統計模型應用中也較為適切；但是在電

訪的部分則無法看出明顯趨勢，因此對於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是否有

各自較適用的標示語文字，仍有待更多的分析資料予以佐證。

在四類的選項設計中，其中的五點平衡量尺包含了中間選項，為

了避免造成「吸引效果」（廖培珊 2010; Bishop 1987; Schuman and 

Presser 1981），本研究所分析之面訪資料與電訪資料在訪談過程中均不

主動提示中間選項。分析的結果指出，無論資料蒐集方法為何，此種

不主動提供中間選項的開展式（unfold）問法，使得該選項的回答比例

極低或甚至為零；而 IRT的參數估計結果也可看出在這種情況下，中

間選項與後一選項的難度參數數值差異甚小。因此，在訪談過程中若

未主動提示中間選項，即可避免可能的「吸引效果」，與過去的研究發

現相符（Liao 2014），也確認了調查訪問在執行時，中間選項提供與

否的可預期結果，同時減低「敷衍應答」可能造成的偏誤（Krosnick 

et al. 2002; Tourangeau et al. 2000）。

至於不平衡量尺的設計，雖然以「快樂感」之單一測量為例的研

究指出，不平衡量尺的表現優於常見的平衡量尺設計（Liao 2014），

本研究的電訪資料也支持此一發現，但是面訪資料的結果卻非如此，

反而是平衡量尺的表現稍佳；同時，其他「個人生活品質」相關題項

亦未獲得不平衡量尺設計較佳的結論。此一發現同樣指出了相同選項

設計在不同資料蒐集方法的結果有所差異，為二者的交互影響關係提

供了另一證據。

由前述結果看來，不同資料蒐集方法的差異效果大於選項設計之

內涵對於回答類型的影響；由於面訪是以較長時間進行面對面的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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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受訪者可能有意識地希望讓訪員有好印象（傅仰止、陸洛 2012）， 

而增強其合作意願；另方面，電訪受到的時間壓力通常較大，受訪者

的認知過程也進而被壓縮，因此使得相同的題項在整體鑑別力的表現

上是面訪優於電訪。至於選項的難易度分布，強語氣的標示語使面訪

受訪者往非極端選項靠攏的情形比電訪更為明顯，顯示受訪者在面對

訪員時可能為了符合社會取向的期望（楊國樞 1982；傅仰止、陸洛

2012），而較不願意回答強語氣的極端選項，但是對於弱語氣的標示語

則無此現象。由於標示語的些微變化便可能影響受訪者的回答（Schaef-

fer and Charng 1991），對於可能出現較強社會期望反應的面訪而言，

選項的設計宜更為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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